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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健康奇迹”视角下的结构与增长 

 

一、引 言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往往和老龄化相伴相生。科学辩证地看待人口

老龄化问题，深入剖析中国式老龄化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机制，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老龄事业

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前，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加速。截至 2024 年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3.1 亿，占总人口的 22%，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

加深（陆治原，2025）。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人口年龄结

构的转变，更蕴含着国家社会经济系统的重大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

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2025 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

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体现了推进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 

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呈现“未富先老”且速度更快的老龄化特征。

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加重社会抚养负担等渠道，导致中国

失去“人口红利”优势，将不可避免地拖累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外对中国

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甚至成为部分国际舆论唱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论据。事实上，老

龄化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增寿现象，其产生是人类文明现代化的成就，而非仅仅是发展的障碍。预

期寿命是衡量人类发展程度的基础变量。①所谓的“未富先老”实质上是在低收入水平阶段预期寿命

大幅提高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值得庆幸的成就。中国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 1978 年

的 65.9 岁，已经接近当时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尽管当时中国人均 GDP 尚不及撒哈拉沙漠

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种在极低收入水平下实现的预期寿命大幅提升被世界银行称

为“第一次健康革命”（World Bank，1990）。认识到中国式老龄化背后是我国“健康奇迹”的伟

大成就，对我们树立积极老龄观，辩证看待、科学应对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林毅夫等，2024）。

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二十多年间，②不但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而且保持了

 
① 从 1990 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连续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将预期寿命作为人类发展指数（HDI）

的三项基础变量之一。现阶段 HDI 最高的国家之一的挪威的预期寿命超过 82 岁，而 HDI 最低的国家之一的尼日尔

的预期寿命仅为约 60 岁。一个社会如果预期寿命达不到 60 岁，则不会出现所谓的老龄化现象。 

② 2001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7.12%（首次超过 7%），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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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与“健康奇迹”下我国中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和劳动参与能力的快速提高密切相

关。将老龄化简单看作经济增长障碍的流行观点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未富先老”现象蕴含的“健康

奇迹”，也未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多维度的经济结构变迁（如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从“健康奇迹”和结构变迁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式老龄化的独特属性，为分析人口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具体来说，本文关注的结构变迁主要指随

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发生的人力资本结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变迁。当考虑物质资本、

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多种要素时，人口老龄化虽可能导致青壮年劳动力供给数量相对减少，但与之

伴随着的是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和有效供给时长快速提升，经济中高技能和富有经验的劳动力

的相对丰裕程度上升。如果产业结构随之向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方向升级，将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在单一部门简化假设的理论框架中，人口老龄化可能伴随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常

被解读为中国失去人口红利的证据；而在多部门、多要素模型中，这仅意味着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传

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但我国还拥有巨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

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从而挖掘基于新的比较优势的增长潜力，提升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 

通过梳理世界各经济体和中国人口转型的特征事实，本文首先指出中国式老龄化三个显著特征，

并围绕此展开实证分析。这三个方面包括：第一，中国式老龄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健康

奇迹”的结果。中国在极低收入水平下实现了预期寿命和老龄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创造了人类发展

史上的新纪录，拓展了人类预期寿命和老龄化可能性边界。第二，中国式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结构

的深刻变革，促进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在老龄人口劳动参与能力持续上升的同时，

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显著提高，使人力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第三，中国式老龄化引

发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变革，推动经济向人力资本密集型和经验依赖性产业转型，形成了与新的劳动

力结构相匹配的产业体系。基于这三个特征，本文指出，在给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本

身并不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本文结合跨国数据和我国地区层面数据，对这一观点提供

了多方面的实证支持。特别地，我们借鉴文献中的最新方法（Maesta et al.，2023），使用份额-移动

法（shift-share）工具变量的识别策略，将我国各地区基期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全国层面各出生队列

（cohort）的死亡率差异相结合，构建地区层面时变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预测值，作为实际人口老龄

化程度的工具变量，以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内生性问题，仍未发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速度

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本文进一步指出，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是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引发的产业结构变迁，中国式老

龄化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首先，基于工具变量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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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我国劳动供给总量的下降。这可能源于在“健康奇迹”效应下，人口健康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具

有健康劳动能力时间的延长使更多中老年人在更长时段内参与劳动力市场。同时，参考已有文献

（Marois et al.，2020），本文计算了按受教育水平加权的地区有效劳动力数量，发现人口老龄化速

度更快的地区，按教育水平加权的有效劳动力数量上升更多。这表明我国不仅未因人口老龄化加速

而失去“人口红利”，反而正在享受更高质量、更大规模的“人力资本红利”。对劳动力结构的分

析显示，人口老龄化在引起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的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这与我国过去几十年来公共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随着经济中富有经验的

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丰裕程度提高，产业结构随之调整。基于工具变量方法，本文估计了

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发现老龄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其产业结构中更依赖富

有经验的中老龄劳动者的行业占比显著上升，同时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显著上升。这样的发现

与劳动力结构变化决定产业比较优势变化的理论预测相一致。 

在上述实证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一个包含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的世代交叠宏观

经济模型，并基于我国数据进行校准，针对中国式老龄化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进行反

事实模拟分析。模型中的家户存在三个时期：无法参与劳动的少年时期、可以参与劳动的中青年时

期和以一定概率参与劳动的老年时期。其中，家户从少年时期进入中青年时期时，有一定概率成为

高技能劳动力，而高技能劳动力可被用于更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技术和产业。模型刻画了经济体中人

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的过程。我们利用中国 2000-2020 年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

准，并对实证部分得出的机制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首先，通过对没有老龄化也没有人力资本

提升的情况和真实数据进行对比，支持了本文实证部分的结论，即老龄化本身并未对经济增长产生

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若没有人力资本的提升，2000-2020 年间中国年均

GDP 增长率将会下降 2.88 个百分点；若没有适时的产业升级，2000-2020 年间中国年均 GDP 增长

率将会下降 2.55 个百分点。最后，本文进一步对我国大幅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和总体健康水平的“健

康奇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仿真模拟，并发现其与上述两个机制之间存在正向的互补效应：

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使参与劳动能力更强的老龄人口的有效劳动持续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则使得

健康水平提升带来的新增有效劳动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本文的研究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紧密相关。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国内外

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蔡昉，2012，2025；Bai and Lei，2020）。若干文献结合跨国数据或特

定发达国家的数据，从技术变革、劳动力供给、人口健康等角度探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宏观

经济运行的可能影响（都阳和封永刚，2021；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Lee and Shi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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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and Lei，2020；Jones，2023；Seok and Kim，2024）。①例如 Maestas 等（2023）基于美国各州

1980-2010 年间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发现人口老龄

化显著降低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此外，与本文内容相关的另外一些研究从产业结构或企业决策

的角度重点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生产侧的影响（封进和李雨婷，2023；Tan et al.，2022；Cao et al.，

2023；Doerr et al.，2024）。具体到我国的宏观经济层面，已有研究从教育制度、技术进步、财税制

度、家庭内资源配置等方面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为理解人口老龄

化加速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可能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洞见（陈彦斌等，2019；龚锋等，2019；

汪伟和咸金坤，2020；郭凯明等，2021；汪伟和靳文惠，2022；韩永辉和刘洋，2024）。 

以上文献对于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议题上，本

文认为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

总体上看，大多数已有研究聚焦于人口老龄化在降低劳动供给总量和提高社会养老负担方面的负面

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口老龄化蕴含的多维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本文基于结构

变迁的视角，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人口健康水平提升（即“健康奇迹”效应）、劳动力数量和

质量结构变化、以及适老化的产业结构升级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深入剖析中国式老龄化的在

多个结构维度上的内在机理，这对于理解中国式老龄化的特征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

要启示意义。第二，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侧重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发达经济体，而

发展中国家大多尚未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情境的深入分析还较为缺

乏，对中国式老龄化的独特属性关注较少。本文不仅考察了中国在老龄化进程中的独特发展经验，

还首次基于工具变量法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在结构和增长方面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更为严谨的因果

证据，与现有的跨国证据和基于发达国家的证据形成互补。第三，已有研究较少关注人口老龄化背

景下新型人口红利的形成机制——这既包括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劳动能力的大幅提高，也包括年轻人

受教育水平的快速增长——特别是缺乏在多部门框架下对此类机制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定量评估。本

文通过构建包含多维异质性的世代交叠模型并进行参数校准和仿真模拟，系统量化了中国式老龄化

过程中“健康奇迹”、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机制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特别强调了“健康

奇迹”效应对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的贡献的放大作用，为理解老龄化背景下的持续经济增长提

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梳理国际和国内的相关典型事实，

 
① 更多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讨论包括龙海明等（2021），苏剑（2021），李竞博和高瑗

（2022），厉克奥博等（2022），李竞博和姜全保（2023），姜德波和赵伟强（2023），杨建仁等（2023）。这些研

究多以定性分析或描述性的定量分析为主，文献中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作用于经济增长和多维度结构变迁的因果效

应的实证分析还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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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通过构建理论模型

和反事实分析探究中国式老龄化的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研究背景、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说 

本部分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呈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典型事实，进

而分析中国式老龄化的特征，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可供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说。 

    （一）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跨国证据 

本节基于跨国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从国际经验中获取关于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启示。 

1. 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中国正经历人口转型关键期，表现为人口增速显著放缓、老龄化加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中国人口于 2021 年达到峰值，从 2022 年开始进入负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2021 年全球

已有 38 个经济体经历人口负增长。本节基于世界银行和 Penn World Table 数据库的跨国面板数据，

分析人口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 157 个国家和地区 1980-2019 年的数据，①以 10

年为分析时段（如 1980-1989 年，1990-1999 年，以此类推），以各经济体每个时段内 GDP 对数增

长量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并控制经济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以排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特征和全球宏

观冲击的影响。 

  

（a）期初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 （b）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度 

 
① 考虑到 2020 年及之后几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受到新冠疫情的较大影响，为提炼在一般条件下更为适用的规律

性事实，这里的分析时段截止到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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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期初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  

图 1：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和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和 Penn World Table 10.0。GDP 采用以 2017 年美

元为基准、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实际 GDP。图中散点按各经济体期初人口规模加权显示，圆圈大小反映人口规模。

横纵轴变量均为原始变量对经济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十年期初人均 GDP 水平回归后的残差加上原始变量均

值。每个观测点代表一个经济体在某个十年期内的表现。图中实线为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线。图中报告了拟合直线

的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值为在经济体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本文得出三项关键发现： 

第一，在控制经济体初始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统计上显著

的相关性。图 1（a）展示了这一分析结果，其中每个圆圈代表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段的观测值，圆

圈大小与经济体期初人口规模成正比。横轴表示期初人口规模对数，纵轴表示 10 年间 GDP 对数增

长量。图表构建时控制了经济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期初人均 GDP 水平（用于控制经济收敛

效应）。横纵轴变量均为原变量对上述控制变量回归后的残差加原变量均值。图中直线为按经济体

人口规模加权的回归拟合线，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间无显著相关关系。① 

第二，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也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图 1（b）使用相同的

样本和分析框架，考察各经济体每个 10 年时段内的人口增长率（横轴）与 GDP 增长速度（纵轴）

的关系。分析同样控制了经济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期初人均 GDP 水平，并采用期初人口规

模加权。结果表明，一个时段内的人口增长速度与该时段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统计上显著

的相关性。 

第三，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图 1（c）的分析为此提供了支

持。该图采用与图 1（a）和（b）相同的样本定义方式和回归设定，将横轴变量设定为每个时段期初

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以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衡量），纵轴仍为 GDP 增长率。分析同样控制了经济

 
① 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内生经济增长的人口规模效应，但与此处类似的经验事实不符成为其受到批评

的重要原因（Backus et al.，1992；Jones，1995；Acemoglu，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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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期初人均 GDP 水平。结果表明，在给定经济体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初

始时点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与随后时段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 

2. 进入重度老龄化时点前后的经济增长表现 

本部分重点分析各经济体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前后的经济表现。截至 2019 年，全球已有 53 个

国家和地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4%）。①中国在 2001 年进入老龄化阶

段（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根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达 13.5%，接近重度老龄化阶段。 

 从跨国数据分析可知，已进入重度老龄化的 53 个经济体中，约有一半（27 个经济体）在进入

该阶段时人均 GDP 达到美国水平的 50%以上，而中国在 2019 年的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仅为美国的 22.6%。与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经济体（进入重度老龄化时人均 GDP 低于美国 50%）在

进入重度老龄化前后，经济增长大多保持较高水平，且增速多呈上升趋势。本文附录的表 A1 列举

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数据。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类似“事件分析法”（event study）的方式，将各经济体进入重度老龄化的

年份标准化为 0，计算前后各时点上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②图 2 展示了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在进入

重度老龄化前后的 GDP 增长率变化趋势。图中横轴表示相对于进入重度老龄化时点（0 点）的年份，

负值表示进入重度老龄化之前的年份，正值表示之后的年份；纵轴表示各经济体在对应时点的平均

实际 GDP 增长率。实线代表进入重度老龄化时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经济体（人均 GDP 高于美国

50%，共 27 个经济体），虚线代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经济体（人均 GDP 低于美国 50%，共 26 个

经济体）。分析结果表明，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经济体在进入重度老龄化后 GDP 增速略有下降，而

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在进入重度老龄化后 GDP 增速总体呈上升趋势。 

 
① 截至 2019 年，全球已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欧洲发达国家多在 1980-1990 年代进入此阶

段（奥地利最早，在 1970 年），日本于 1994 年进入此阶段。2010 年后，中国香港（2013 年）、美国（2014 年）、

俄罗斯（2017 年）、韩国（2018 年）和中国台湾（2019 年）等重要经济体相继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图 2 和图 3 的分析仅做事实描述，所得结果不具有因果含义，不能简单解读为进入重

度老龄化这一事件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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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进入重度老龄化前后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和 Penn World Table 10.0。实际 GDP 采用以 2017

年美元为基准、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不变价格计算。横轴表示相对于进入重度老龄化时点（标准化为 0）的年份，负

值表示进入前，正值表示进入后；纵轴表示各经济体在对应时点的平均实际 GDP 年增长率（%）。实线代表进入重

度老龄化时人均 GDP 达到美国 50%及以上的 27 个高收入经济体，虚线代表人均 GDP 低于美国 50%的 26 个经济

体。每一时点的数值为该组别中所有可获得数据的经济体在对应相对年份的 GDP 增长率算术平均值。重度老龄化定

义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4%。样本包含截至 2019 年已进入重度老龄化的 53 个经济体。 

 

 

图 3：进入重度老龄化前后的平均经济增速与进入重度老龄化当年的增速之差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和 Penn World Table 10.0。实际 GDP 增长率采用

以 2017 年美元为基准、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不变价格计算。本图基于面板回归分析构建，展示了经济体在进入重度

老龄化前后各年份的 GDP 增长率相对于进入重度老龄化当年（标准化为 0）的差异。横轴表示距离进入重度老龄化

时点的年份，纵轴表示 GDP 增长率与基准年份（t=0）增长率的差值（百分点）。回归模型设定为𝐺𝑟𝑜𝑤𝑡ℎ𝑖𝑡 = 𝛼𝑖 +

𝛾𝑡 + Σ𝑘≠0𝛽
𝑘𝐷𝑖𝑡

𝑘 + 𝜀𝑖𝑡，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经济体和年份，𝛼𝑖为经济体固定效应，𝛾𝑡为时间固定效应，𝐷𝑖𝑡
𝑘为距离进入

重度老龄化 k 年的虚拟变量，𝛽𝑘为相应系数估计值。图中点为估计系数，竖线表示 95%置信区间（基于经济体层面

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图 3 通过更严格的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发现。我们以进入重度老龄化当年为基准期，将

各经济体各年份的实际 GDP 增速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表示距离进入重度老龄化当年的年份之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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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消除潜在的混淆因素。图

3 横轴表示距离进入重度老龄化的年份，纵轴表示经回归分析得到的 GDP 增速与进入重度老龄化当

年增速的差值，竖线表示 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经济体在进入重度老龄化前后的 GDP 增速差

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一发现与 Acemoglu 和 Restrepo（2017）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人口老龄化本

身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二）中国式老龄化的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说的提出 

基于上一部分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国际经验的分析，本部分聚焦于中国式老龄化的显著特

征，从结构变迁的角度厘清其潜在的经济影响。这里的结构变迁既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也包括

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变迁和产业结构变迁。通过梳理典型事实并进行理论讨论，本文提出后续实证

分析将要检验的研究假说。 

1. 中国式老龄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健康奇迹”的结果，拓展了人类预期寿命和老龄

化可能性边界 

“未富先老”是中国式老龄化的典型特征，但理解这一现象不应局限于老龄化对劳动力数量及

经济增长的潜在负面影响。相反，这体现了中国在低收入水平下创造的“健康奇迹”，是我国医疗

卫生事业的重要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当前规模巨大的老龄人口主要是新

中国成立后人民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显著提升的结果。 

中国的“健康奇迹”拓展了人类预期寿命和老龄化可能性边界（林毅夫等，2024）。如附录图

A1 所示，在二维坐标中，横轴为人均 GDP 的对数（2015 年不变价美元），图（a）和（b）的纵轴

分别为预期寿命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每个点代表一个（或一组）国家在特定年份的表现。在相

同人均 GDP 水平下，中国实现了高于其他各经济体（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预期寿命和

老龄人口占比，其发展轨迹位于坐标系的最左上方。这意味着中国式老龄化重新界定了特定经济发

展阶段可实现的最高健康水平和人口老龄化水平，拓展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边界。 

这一“健康奇迹”源于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这包括“县、乡、村”三级医

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及合作医疗制度等（林毅夫，2021；林毅夫等，2023）。中国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 1978 年的 65.9 岁，接近当时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尽管当时中国人

均 GDP 水平尚不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961 年后，中国粗死亡率一直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65 年后更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这种在极低收入水平下实现的预期

寿命大幅提升被世界银行称为“第一次健康革命”（World Bank，1990）。 

在这样的“健康奇迹”下，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与此同时，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

高也使老龄人口参与劳动的能力显著增强，使他们能在经济活动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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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更长时间参与劳动力市场，从而更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张川川等，2020；

Cylus and Al Tayara，2021）。如表 1 所示，在 2000-2020 年间，虽然我国 20 岁及以上的劳动力总数

略有下降，但老龄人口（不论以 55 岁、60 岁还是 65 岁作为界定标准）的劳动力数量均呈现快速上

升趋势，这与“健康奇迹”下老龄人口劳动能力提升密不可分，意味着老龄人口在经济活动中持续

发挥作用潜力的不断提高。 

关于“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上并无确定性结论。部分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

损害创新能力，拖累经济增长（Liang et al.，2018）；也有研究表明适度的低生育率和人口下降有利

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Lee et al.，2014）。事实上，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 20 多年间，在尽力

实现老有所养的同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如下文将讨论的，中国式老龄化过程中还伴随

着人力资本的快速提升和产业升级，这些都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基于跨国数据分析和理论考察，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 1：在给定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

不存在显著负面影响。 

2. 中国式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革，促进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 

人口老龄化是否会拖累经济增长？从美国的经验证据看，Maestas 等（2023）通过分析 1980-2010

年间美国各州数据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每增加 10%，人均 GDP

水平下降 5.5%，其中三分之一源于就业下降，三分之二源于劳动生产率下降。 

然而，中国与美国在发展阶段和速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过去几十年不仅创造了“健康奇迹”，

还实现了人力资本水平的巨大提升。在分析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需要考虑这些差异因

素。在经济发展处于稳态的发达国家，不同出生队列间的人力资本增长幅度有限，当退出劳动力市

场的老龄人口数量多于新进入的年轻劳动力时，经济中的有效劳动数量可能下降。但在中国这样人

力资本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远高于退出劳动力市

场的老龄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的有效劳动数量非但不会下降，还可能上升，从而缓解或

抵消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负面影响。 

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快速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持续大规模投入。近几十

年来，我国公共教育投入快速增加，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 15-59 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提高至 9.91 年，拥有大学（大专及以

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 2.18 亿人，而 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仅为 1050 万人，不足

老龄人口的 4%。表 1 数据进一步印证了我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2000-2020 年间，虽然 20 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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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劳动力数量略有下降，但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快速增长，以大专学历界定的高技能劳动力增长约

4 倍，以本科学历界定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增长约 6 倍。 

综上所述，中国式老龄化推动了劳动力红利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高等教育普及带来的人

力资本积累有效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全周期健康体系，中

国正在系统性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挖掘人才资源优势，优化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从而以劳动力质

量的提升弥补数量增长的放缓。在中国式老龄化进程中，新增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释放了巨

大的人口质量红利，这一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力数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

在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典型事实和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说： 

假说 2：人口老龄化加速会引起劳动力结构转型，表现为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平均受教育水

平提高，以及按受教育水平加权的有效劳动数量增加。 

 

表 1  2000-2020 年间我国分年龄段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 岁及以上劳动力数量（万人） 74492.10 66937.60 75829.20 68310.80 64680.80 

20 岁及以上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大专及以上） 3575.62 5288.07 7886.24 9221.95 14900.08 

20 岁及以上劳动力中高技能占比（大专及以上） 0.048 0.079 0.104 0.135 0.230  

20 岁及以上高技能劳动力数量（本科及以上） 1042.88 1874.25 3184.82 4166.95 7343.36  

20 岁及以上劳动力中高技能占比（本科及以上） 0.014 0.028 0.042 0.061 0.114  

55 岁及以上劳动力数量（万人） 9062.12 8754.24 10233.00 9951.62 11273.01 

60 岁及以上劳动力数量（万人） 5278.21 4245.90 5088.13 5634.33 5777.80 

65 岁及以上劳动力数量（万人） 2730.81 2035.34 2360.07 2423.66 3294.40 

注：数据来源：历次人口普查加总数据。 

 

3. 中国式老龄化伴随着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变革 

劳动力结构变化是经济中要素结构转型的重要方面。老龄化进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

结构的双重变化重塑了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从而触发生产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适老化结构变革。在

技术结构方面，Acemoglu 和 Restrepo（2017）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的手工生产型中年

工人短缺直接促进了自动化技术的加速应用，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展现出更强劲的自动化创新趋

势。Acemoglu 和 Restrepo（2022）进一步发现，技术对人口老龄化的适应性反应在高度依赖中年工

人且自动化潜力较大的行业中尤为显著，这些行业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下降。基

于中国的最新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封进等，2024；张明昂和吴楠，2024）。 

在产业结构方面，劳动者同时具备年龄升值型和贬值型两种不同的年龄依赖型要素，人口老龄

化将深刻改变人力资本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Cai and Stoyanov，2016；武康平和张永亮，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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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中经验丰富劳动者的相对比重上升及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高，那些更依赖经验型劳动的

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将显著扩大。在此过程中，政府根据可预期的老龄化形

势变化积极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完善银发经济发展体系，以及诸如在 2024 年 9 月颁布的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等政策，都能够进一步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消除制度障碍（张川川，2015）。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 3：人口老龄化加速会引起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表现为更依赖富有经验劳动者的产业

占比上升，以及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上升。 

 

三、实证分析 

    本部分基于中国地区间的面板数据，对前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介绍 

 本研究主要使用 2000-2020 年间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统称“普

查”）。具体包括 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的地区加总数据，以及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的微观抽样数据。构建工具变量时还使用了 1990 年人口普查的 1%微观抽样数据。考虑到中

国城市间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多发生在省级行政单位内部，本研究采用省级行政区作为主要分析单

元，以减弱人口流动对估计结果的影响（Zhang et al.，2015；Guo et al.，2024；Wu and You，2025）。

各省实际 GDP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按各省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行平减，统一调整

为 2000 年不变价格。 

 （二）实证方法 

 为识别人口老龄化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因果效应，本文采用长差分回归和工具变量方法

（Maestas et al.，2023）进行分析。 

 1. 长差分回归 

 本文估计以下回归方程： 

 ln (
𝐺𝐷𝑃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𝐺𝐷𝑃𝑝𝑡

𝑁𝑝𝑡
) = 𝛽 [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 𝑿𝑝𝑡𝜹𝑡 + 𝛾𝑡 + (𝜀𝑝,𝑡+5 − 𝜀𝑝𝑡)  (1) 

其中，p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2000、2005、2010 和 2015）。𝐺𝐷𝑃𝑝𝑡表示省份 p 在年份 t 的实际

GDP 水平；𝑁𝑝𝑡表示省份 p 在年份 t 的 2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参照 Maestas 等（2023），我们使用

𝐺𝐷𝑃𝑝𝑡

𝑁𝑝𝑡
作为地区实际人均 GDP 的代理变量。𝐴𝑝𝑡表示省份 p 在年份 t 的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衡

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𝑿𝑝𝑡包含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期初人均 GDP 水平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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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产业结构（各行业门类就业占比的对数），①用于控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降低潜

在遗漏变量偏误。特别地，采用 Maestas 等（2023）的方法，我们将基期产业结构变量与年份虚拟

变量交乘，允许期初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随时间变化，这与中国在过去二十余年经济结

构快速转型的事实相符。𝛾𝑡为 5 年期时间段固定效应，用于吸收各时间段内不随地区变化的宏观经

济趋势差异。𝜀𝑝𝑡是误差项。回归中使用在省份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需要指出的是，方程（1）采用的以 5 年为时间间隔的长差分方法虽能有效控制地区层面不随时

间变化的异质性，但难以完全消除地区层面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的因素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具

体而言，若将方程（1）中的误差项𝜀𝑝𝑡分解为𝜀𝑝𝑡 = 𝜉𝑝 + 𝜈𝑝𝑡，其中𝜉𝑝为地区固定效应，𝜈𝑝𝑡为时变随

机扰动项，则长差分设定能够消除𝜉𝑝与人口老龄化水平的相关性带来的估计偏误。然而，若时变扰

动项的变化𝜈𝑝,𝑡+5 − 𝜈𝑝𝑡与老龄化速度[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存在相关性，则参数𝛽的估计仍可能受到

遗漏变量偏误的影响。例如，医疗技术进步较快的地区通常伴随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同时医疗水

平提升也延长了居民寿命，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为更有效地解决此类潜在内生性问题，获得对于

𝛽的一致估计，本文借鉴 Maestas 等（2023）的方法，采用份额-移动（shift-share）方法构建工具变

量，以识别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 

 2. 份额-移动法（shift-share）工具变量回归 

 本文借鉴 Maestas 等（2023）的方法，构建基于份额-移动（shift-share）方法的工具变量，利用

各地区前期人口年龄结构（share）与全国平均的出生队列（cohort）之间的死亡率变化（shift），预

测后续各时点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具体而言，基于 1990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我们

使用前一普查年份的省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两个普查年份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 2005-2010 年

时段为例，我们构造[ln (
�̂�𝑝,𝑡+5

�̂�𝑝,𝑡+5
) − ln (

�̂�𝑝𝑡

�̂�𝑝𝑡
)]作为方程（1）中[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的工具变量。预测

2010 年（t+5）各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𝑝,𝑡+5 = ∑ 𝑁𝑗𝑝,𝑡−5
𝑗≥55

×
𝑁𝑗+10,𝑡+5

𝑁𝑗,𝑡−5
， 

其中，j 代表年龄，𝑁𝑗𝑝,𝑡−5表示 2000 年（t-5）省份 p 中 j 岁人口数量；𝑁𝑗,𝑡−5表示 2000 年全国 j 岁人

口数量，𝑁𝑗+10,𝑡+5表示 2010 年全国 j+10 岁人口数量；
𝑁𝑗+10,𝑡+5

𝑁𝑗,𝑡−5
表示全国层面特定出生队列（cohort）

（即出生于 2000-j 年份的人群）在该十年间的存活率。将各省 2000 年 55 岁及以上（𝑗 ≥ 55）各年

 
① 地区的行业就业占比根据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的人口普查微观抽样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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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人口数量与对应出生队列在全国层面的存活率相乘，并在各出生队列之间求和，即得到省份 p 在

2010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预测值�̂�𝑝,𝑡+5。类似地，我们可预测 2005 年（t）和 2010 年（t+5）

各省不同年龄段人口数量： 

�̂�𝑝,𝑡 = ∑ 𝑁𝑗𝑝,𝑡−5
𝑗≥60

×
𝑁𝑗+5,𝑡

𝑁𝑗,𝑡−5
，�̂�𝑝,𝑡+5 = ∑ 𝑁𝑗𝑝,𝑡−5

𝑗≥10

×
𝑁𝑗+10,𝑡+5

𝑁𝑗,𝑡−5
 ， �̂�𝑝,𝑡 = ∑ 𝑁𝑗𝑝,𝑡−5

𝑗≥15

×
𝑁𝑗+5,𝑡

𝑁𝑗,𝑡−5
 

上述方法适用于所有长差分时段的人口老龄化变量预测。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两个年份间

老龄人口比例预测值之差作为工具变量。该份额-移动工具变量整合了两方面的变异（variation）进

行因果识别：一是份额部分（share），即各省在各时段起始点的年龄结构差异；二是移动部分（shift），

即不同出生队列（cohort）在全国层面的健康状况（死亡率）的跨期变化。 

据此，我们设定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模型如下： 

一阶段：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 𝛼 [ln (

�̂�𝑝,𝑡+5

�̂�𝑝,𝑡+5
) − ln (

�̂�𝑝𝑡

�̂�𝑝𝑡
)] + 𝑋𝑝𝑡

′ 𝛿𝑡 + 𝛾𝑡 + (𝜖𝑝,𝑡+5 − 𝜖𝑝𝑡)     (2) 

二阶段：ln (
𝐺𝐷𝑃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𝐺𝐷𝑃𝑝𝑡

𝑁𝑝𝑡
) = 𝛽 [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
]+ 𝑋𝑝𝑡

′ 𝛿𝑡 + 𝛾𝑡 + (𝑒𝑝,𝑡+5 − 𝑒𝑝𝑡)    (3) 

各变量定义与方程（1）相同。𝛼为一阶段回归系数，[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
]表示在一阶段回归获得的

人口老龄化变量的预测值，𝜖𝑝𝑡和𝑒𝑝𝑡分别代表两个回归方程的随机扰动项。为支持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relevance），附录图 A2 展示了预测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实际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散点图及拟合直

线。两个变量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其中拟合优度达到 0.693，表明人口老龄化速度约 70%的变异可

被预测值解释，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三）分析结果 

 1.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参照 Maestas 等（2023）的研究方法，①本文首先以图示形式直观呈现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为便

于比较，图 4 采用与 Maestas 等（2023）文中相同的编排方式。各散点图中，每个圆圈代表一个省

份在特定五年时段的观测值，圆圈大小表示该省份初始年份的人口规模。所有图示及回归均按方程

（1）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其他控制变量。横纵轴变量均为原变量对这些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回归

后的残差加上原变量均值，因此拟合直线斜率对应控制相关变量后的回归系数估计值。 

图 4（a）展示了实际人口老龄化速度[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与经济增长（5 年间人均 GDP 对数

增长）的关系，对应方程（1）的长差分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后，人口老龄化速度

 
① 本文工具变量方法参考了 Maestas 等（2023），该研究基于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估计了美国人口老龄化速

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本文图 4 编排方式与 Maestas 等

（2023）的图 2 相同，用三张散点图分别展示工具变量方法的 OLS 回归、一阶段和简约式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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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图 4（b）呈现了实际人口老龄化速度[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与预测人口老龄化速度[ln (
�̂�𝑝,𝑡+5

�̂�𝑝,𝑡+5
) − ln (

�̂�𝑝𝑡

�̂�𝑝𝑡
)]之间的关系，对应工具变量一阶段估计结果。两变量呈

现高度正相关性，回归系数达 0.834，拟合优度（R2）达到 0.69，有力支持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

图 4（c）显示了预测人口老龄化速度[ln (
�̂�𝑝,𝑡+5

�̂�𝑝,𝑡+5
) − ln (

�̂�𝑝𝑡

�̂�𝑝𝑡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应工具变量简约式

（reduced form）估计。与图 4（a）类似，预测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亦无显著影响。 

       
（a）实际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增长         （b）预测的老龄化速度与实际的老龄化速度

 
 （c）预测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增长 

图 4：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 

注：图中每个圆圈代表一个省份在特定五年时段的观测值，圆圈大小表示该省份人口规模。散点图绘制采用人

口加权方式，并按方程（1）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省级控制变量。横纵轴变量均为原变量对这些固定效应和控制变

量回归后的残差加上原变量均值。图中报告了拟合直线斜率，括号里面是在省级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实际人口老龄化速度为[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预测人口老龄化速度为

[ln (
𝐴𝑝,𝑡+5

�̂�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𝑝𝑡
)]，后者作为前者的工具变量。 

图 4（a）-（c）的结果与 Maestas 等（2023）基于美国各州的发现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本文

图 4（b）的结果与 Maestas 等（2023）相似，支持了本文工具变量方法的有效性；另一方面， Maestas

等（2023）在对应图 4（a）和图 4（c）的回归中发现显著负向估计结果，而本文未发现人口老龄化

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负向因果关系。这一差异表明，与美国不同，中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尚

未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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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变量：ln (
𝐺𝐷𝑃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𝐺𝐷𝑃𝑝𝑡

𝑁𝑝𝑡
) 

(1) (2) 

长差分模型 工具变量法 

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0.279 -0.639 

(0.808) (0.642) 

期初人均GDP对数 -0.716*** -0.698*** 

(0.114) (0.076) 

工具变量一阶段F统计量  24.6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124 124 

R2 0.823 0.822 

注：数据来源于历次人口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表格中报告的是回归系数，括号内为在省份层面聚类的稳

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包括期初各行业就业占比及其与年份虚拟

变量的交乘项。第（2）列使用预测人口老龄化速度作为实际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工具变量。 

 

表 2 展示了上述分析的回归结果。第（1）列呈现如方程（1）所示长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第

（2）列呈现工具变量二阶段（方程（3））估计结果。表中报告了一阶段 F 统计量为 24.65，远大于

10 的经验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两列结果均显示，方程（1）和方程（3）中核心

系数 β 的估计值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工具变

量估计中 β 系数的绝对值有所上升，这可能反映了原始回归中由关于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测量误差导

致的衰减偏误（attenuation bias）得到一定程度缓解（Angrist and Pischke，2009）。同时，初始人均

GDP 对数的系数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印证了地区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性作用。与前文基

于跨国数据的相关性分析不同，本部分通过历史年龄结构构建工具变量，更有效地控制了估计中可

能的内生性问题。这一因果识别策略下，我们仍未发现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向

关系。综上所述，在控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条件后，人口老龄化加速并不会显著降低经济增

长速度，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1。 

这里的研究结果对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前景具有重要启示。实证分析表明，

过度悲观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影响预期可能缺乏坚实证据，政策制定者应避免将人口老龄化简单视为

经济增长的必然阻碍。同时，结果暗示中国经济体系可能具备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适应性机制，包

括人力资本提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老龄化的潜在负面效应。

同时，考虑到中国与发达国家间老龄化影响的异质性，中国应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制定

更为精准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战略，充分挖掘人口结构转型中蕴含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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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本文也指出这里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首先，这里的实证分析局

限于 2000-2020 年这一特定时期，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虽已启动，但整体速度相对温和。随着

未来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加速，特别是当老年人口比例超过某一临界值后，其经济影响机制和强度

可能发生变化。其次，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往往呈非线性特征（都阳和封永刚，

2021），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下影响路径各异。本研究所采用的 5 年期长差分设定主要关注

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中短期影响，而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长期深层影响需要更

为系统的评估。因此，尽管当前证据未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间的显著负向关系，但这不意味

着可以忽视重度老龄化社会未来可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建立适应人口结构长期变化的经济社会治

理体系，仍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课题。 

2.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变化 

中国式老龄化进程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本节首先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数量与质量

结构的影响机制。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层面：一方面，老龄化可能导致青壮

年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另一方面，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在过去数十年间显著提升，且年轻劳动力的

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快于年长劳动力。因此，老龄化进程可能伴随着劳动力素质整体提高，按质量加

权后的有效劳动供给不一定随人口结构老化而萎缩。正是基于劳动力质量与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

化并非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人口红利消退，反而可能催生人力资本红利这一新型人口红利。此

外，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趋势具有长期可预见性，政府可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升劳动力素质，

从而抵消老龄化对有效劳动供给的潜在负面影响。本节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沿用前文的工具变

量识别策略，系统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区域劳动力数量与结构的影响。 

实证分析沿用前文方程（1）和方程（3）的设定，分别运用长差分模型和份额-移动法工具变量

进行估计。与前节不同，本部分将因变量替换为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特征的相应长差分值。这些特征

变量：20 岁及以上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按受教育程度加权

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对于质量加权的有效劳动测度，本文参照 Marois 等（2020）的方法，基于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计教育回报率，以不同受教育水平间的收入差距为权重计算质量加

权的有效劳动力。具体而言，将未完成小学教育的劳动力生产效率标准化为 1，若小学教育程度的

劳动力平均工资为未完成小学教育者的 X 倍，则小学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质量权重为 X。依此类推，

对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等各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进行加权折算，从而构建各地区各年份

的人力资本调整后的有效劳动供给指标。 

 

表 3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数量与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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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因变量（对数长差分） 劳动力平均

年龄 

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 

劳动力数量 教育加权劳

动力数量 

A. 长差分回归估计结果 

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0.148*** -0.078 0.708 0.615 

(0.029) (0.077) (1.165) (1.2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93 93 93 93 

R2 0.957 0.878 0.891 0.934 

B. 工具变量回归二阶段估计结果 

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0.101*** 0.229** 1.592 1.824** 

(0.031) (0.101) (1.001) (0.823) 

工具变量一阶段F统计量 23.65 23.65 23.65 23.6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93 93 93 93 

R2 0.954 0.834 0.708 0.932 

注：数据来源于历次人口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表中报告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包括相应因变量在期初的取值，期初人均 GDP 水平，

以及期初各行业就业占比及其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表 3 展示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影响的实证结果。所有因变量均按方程（1）类似方

式进行对数化和长差分处理。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设定与方程（1）保持一致。表 3 的 A 部分

为长差分回归估计结果，B 部分为工具变量二阶段估计结果。工具变量一阶段的 F 统计量远超过 10，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1）列结果显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平均年龄显著

提高，这与本文前述的“健康奇迹”效应有关——中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劳动能力的显著改善延长了

其有效劳动参与时间。第（2）列中，长差分模型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之间

无显著相关性，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控制内生性后，人口老龄化速度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

平提升速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一发现与中国近几十年人力资本水平的快速提升密切相关：新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年轻人通常拥有比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更高的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加速了不同人

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世代更替，促进了劳动力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表 3 后两列考察了劳动力数量的变化。第（3）列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并未导致劳动力供给总

量下降，估计系数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归因于健康水平提高延缓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

的时间，部分抵消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潜在负面影响。第（4）列进一步显示，随着老龄化程

度提高，地区层面按教育水平加权的有效劳动力数量显著上升，表明人口老龄化非但未消减中国的

人口红利，反而通过质量提升拓展了新型人力资本红利。综上所述，实证结果支持本文假说 2：中

国式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带来了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型人口红利，这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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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3. 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转型 

前节分析表明，中国式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革，表现为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同

时劳动力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结构的这种变化很可能通过比较优势机制

驱动产业结构调整。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预测，当经济中经验丰富的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丰

裕程度提高时，密集使用这些要素的产业的比较优势将会增强。在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地区，相对

丰裕要素（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较低，使得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享有成本优势；同时，产业

间对中老龄劳动力依赖程度存在异质性，某些行业和职业更依赖经验积累和隐性知识，在这些领域，

年龄较大的劳动者具有比较优势。
①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中老年人比例提高，经济中更依赖经

验型劳动者的产业占比也会相应提高。本节对上述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预测进行实证检验，考

察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改变比较优势推动产业升级。 

 本文基于 2000 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计算各 2 位数行业中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年

限，以这两个行业层面特征各自的中位数为界，将行业划分为经验依赖度较高和较低的两组产业，

以及人力资本密集度较高和较低的两组产业。随后，利用各年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省份相应产业

组别的就业占比。采用与前文方程（1）和方程（3）一致的分析框架，将特定行业组就业占比的对

数长差分作为因变量，分别用长差分方法和份额-移动法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结果表明，在长差分估计中（第（1）（2）列），人口老龄化与经验密集型产业就业占比

显著正相关，而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虽呈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当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控制

内生性后（第（3）（4）列），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老龄化促进了地区层面经

验劳动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占比的提升。这一发现与基于劳动力结构的比较优势的理

论预测高度一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和技能结构同步发生深刻变革，相

应地，产业结构也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内生调整，更加充分利用相对丰裕的经验型劳动力和高技

能劳动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能。综上所述，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假说 3：人

口老龄化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向更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演进。 

 

 表 4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长差分回归估计结果 工具变量回归二阶段估计结果 

因变量（对数长差分） 经验依赖型

行业占比 

人力资本密集型

行业占比 

经验依赖型

行业占比 

人力资本密集型

行业占比 

 
① 例如，Cai 和 Stoyanov（2016）基于 O*NET 数据库测算的年龄增值型认知技能任务类型最密集的 10 种职

业依次为程序员、薪酬和福利经理、订货员、销售代表（除科技产品外）、科技产品的销售代表、眼科实验室技术

员、采购经理、人力资源经理、桌面出版员、采购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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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 

0.462*** 0.401 0.357** 0.772** 

(0.099) (0.276) (0.149) (0.349) 

工具变量一阶段F统计量   23.65 23.6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93 93 93 93 

R2 0.427 0.817 0.415 0.807 

注：数据来源于历次人口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表中报告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四、理论机制分析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本节构建一个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简称 OLG），

定量刻画中国式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世代交叠模型是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要理论框架，

尤其适合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相关议题（Doepke and Tertilt，2016）。本文模型具有以下关键特征：（1）

三阶段生命周期：将居民划分为少年、中青年和老年三个年龄段，其中老年阶段有一定概率参与劳

动供给，以刻画中国式老龄化过程中，“健康奇迹”背景下老年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程度提高的现

象；（2）技能异质性：劳动者区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类，用以捕捉中国式老龄化过程中人口质量

红利的变化特征；（3）两部门生产结构：经济包含两个部门，其生产过程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不同，生产效率也不同，用以刻画中国式老龄化过程中产业结构随人口结构变动而调整的机制。通

过模型均衡求解、参数校准与反事实模拟，本节将探究中国新型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及其影响经济

增长的具体机制，为定量评估中国式老龄化的经济效应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1. 模型设定和均衡求解 

本文构建一个三阶段生命周期世代交叠模型，经济体中的个体依次经历少年期、中青年期和老

年期。为聚焦人口结构影响，模型简化了家庭结构，假设每个家户由单一代表性个体构成。 

家户部门 个体在少年期不参与劳动力市场。进入中青年期时，每个个体会获得一单位无弹

性供给的劳动力，其中有𝜆𝑡的概率获得高技能劳动力，有1 − 𝜆𝑡的概率获得低技能劳动力。①进入老

年期后，个体保持原有技能类型，但有𝛿𝑡的概率保持劳动供给能力，有1 − 𝛿𝑡的概率退出劳动力市场。

𝛿𝑡可视为经济体医疗水平、环境质量等因素的函数。为聚焦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里简

化模型，不考虑物质资本积累，仅将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 

t 期出生的家户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① 本文理论模型的主要目的是解释本文实证部分发现的主要结论，并通过数值模拟和反事实分析对中国式老龄

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进一步定量刻画。因此，出于简化的目的，模型中不考虑内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决

策过程，仅假设高技能劳动力可以通过外生概率获得。获得高技能劳动力的概率取决于经济体的总体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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𝑈𝑡 = 𝐸𝑡[∑ 𝛽𝑖𝑢(𝐶𝑡+1
𝑡 )2

𝑖=0 ]        (4) 

其中，𝑈𝑡代表在 t 期出生的家户的总期望效用。𝐶𝑡+𝑖
𝑡 （i = 0、1、2）分别表示该家户在三个生命阶段

的消费。𝛽为主观贴现因子。 

t 期出生的家户在𝑡 + 𝑖期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𝐶𝑖+𝑖
𝑡 + 𝑎𝑡+𝑖+1

𝑡 ≤ 𝑤𝑡+𝑖
𝑡 + 𝑟𝑡+𝑖𝑎𝑡+𝑖

𝑡         (5) 

其中，𝑤𝑡+𝑖
𝑡 表示其在𝑡 + 𝑖期的劳动收入，取决于劳动供给能力和技能类型；𝑟𝑡+𝑖表示𝑡 + 𝑖期的利率，

由家户间借贷行为内生决定；𝑎𝑡+𝑖
𝑡 代表 t 期出生的家户在𝑡 + 𝑖期的资产持有量。家户不受融资约束，

但须满足非庞氏条件，即老年期末资产非负，𝑎𝑡+2
𝑡 ≥ 0。 

 人口结构方面，假设 t 期新出生（少年期）人口为𝐿𝑡，则中青年人口为𝐿𝑡−1，老年人口为𝐿𝑡−2。

t 期经济体中可用于生产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和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分别为 

𝑙𝑡
𝑢 = (1 − 𝜆𝑡)𝐿

𝑡−1 + 𝛿𝑡(1 − 𝜆𝑡−1)𝐿
𝑡−2       (6) 

和   

𝑙𝑡
𝑠 = 𝜆𝑡𝐿

𝑡−1 + 𝛿𝑡𝜆𝑡−1𝐿
𝑡−2         (7) 

其中，𝑙𝑡
𝑢、𝑙𝑡

𝑠分别代表 t 期可用于生产的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总量，包括中青年和继续工作的老年

人口贡献的劳动力。 

生产部门 经济体中仅存在一种最终消费品（作为计价物），但有两种差异化的生产技术路

径，它们在劳动生产率和所需劳动力技能上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种生产技术可同时使用低技能与高技能劳动力，生产函数为 

𝑦𝑡
1 = 𝐴𝑡

1(𝑙𝑡
𝑢,1 + 𝑙𝑡

𝑠,1)         (8) 

其中，𝑦𝑡
1表示 t 期使用第一种技术生产的产出量，𝐴𝑡

1表示该技术的劳动生产率，𝑙𝑡
𝑢,1和𝑙𝑡

𝑠,1分别表示

投入第一种生产技术的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在此生产模式下，两类劳动力具有完全替代性。 

    第二种生产技术仅能使用高技能劳动力，生产函数为 

𝑦𝑡
2 = 𝛼𝐴𝑡

1𝑙𝑡
𝑠,2          (9) 

其中，𝛼 > 1，表示第二种技术相对于第一种技术的生产率优势；𝑙𝑡
𝑠,2表示投入第二种生产技术的高

技能劳动力数量。这两种生产技术对应现实经济中两类不同的产业部门：一类是对人力资本要求较

低的传统部门，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不高，高、低技能劳动者均可就业，但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另

一类是人力资本密集型部门，仅高技能劳动力可胜任，且具有显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设定捕

捉了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特征。 

市场均衡 假设两种生产技术均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运行。通过求解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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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以下均衡条件： 

𝐴𝑡
1 = 𝑤𝑡

𝑢          (10) 

𝛼𝐴𝑡
1 = 𝑤𝑡

𝑠             (11) 

其中，𝑤𝑡
𝑢和𝑤𝑡

𝑠分别表示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均衡工资率。由于𝛼 > 1，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高

于低技能劳动力。 

基于上述条件，t 期出生的家户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面临的预算约束具体为： 

少年期（t 期）： 

𝐶𝑡
𝑡 + 𝑎𝑡+1

𝑡 ≤ 0         (12) 

中青年期（t+1 期）： 

{
𝐶𝑡+1
𝑡 + 𝑎𝑡+2

𝑡,𝑠 ≤ 𝑤𝑡+1
𝑠 + 𝑟𝑡+1𝑎𝑡+1

𝑡       若为高技能劳动力

𝐶𝑡+1
𝑡 + 𝑎𝑡+2

𝑡,𝑢 ≤ 𝑤𝑡+1
𝑢 + 𝑟𝑡+1𝑎𝑡+1

𝑡       若为低技能劳动力
    (13) 

老年期（t+2 期）： 

{
 
 

 
 𝐶𝑡+2

𝑡 ≤ 𝑟𝑡+1𝑎𝑡+2
𝑡,𝑠                     若为高技能且失去劳动能力

𝐶𝑡+2
𝑡 ≤ 𝑟𝑡+1𝑎𝑡+2

𝑡,𝑢                     若为低技能且失去劳动能力

𝐶𝑡+2
𝑡 ≤ 𝑤𝑡+2

𝑠 + 𝑟𝑡+2𝑎𝑡+2
𝑡,𝑠       若为高技能且保持劳动能力

𝐶𝑡+2
𝑡 ≤ 𝑤𝑡+2

𝑠 + 𝑟𝑡+2𝑎𝑡+2
𝑡,𝑢       若为低技能且保持劳动能力

   (14) 

通过求解家户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以下欧拉方程： 

𝑢′(𝐶𝑡
𝑡) = 𝐸𝑡[𝛽𝑟𝑡+1𝑢

′(𝐶𝑡+1
𝑡 )] = 𝐸𝑡[𝛽

2𝑟𝑡+1𝑟𝑡+2𝑢
′(𝐶𝑡+2

𝑡 )]     (15) 

该方程刻画了家户在不同时期之间优化消费配置的选择。 

根据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在任意时期 t，两种生产技术分别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为： 

𝑙𝑡
𝑢,1 = 𝑙𝑡

𝑢          (16) 

𝑙𝑡
𝑠,2 = 𝑙𝑡

𝑠           (17) 

这表明在均衡条件下，存在完全的劳动力专业化——高技能劳动力仅用于第二种生产技术（高技能

密集型部门），而第一种生产技术（传统部门）仅雇佣低技能劳动力。 

 2. 参数校准 

为使理论模型能够反映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际关系，本文基于中国 2000 年、2005 年、

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五次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主要参数的校准方

法和数据来源如下：（1）人口结构参数：本文将居民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使用以下数

据进行匹配：模型中的少年时期总人口𝐿𝑡对应现实中 20 岁以下人口数量；中青年期总人口𝐿𝑡−1对应

20-55 岁人口数量；老年期总人口𝐿𝑡−2对应 55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2）劳动力结构与生产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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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比例𝜆𝑡，使用 20 岁及以上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进行校准；①对于

老年劳动参与率𝛿𝑡，使用 55 岁及以上人口的实际劳动力参与率进行测算；对于劳动生产率𝐴𝑡
1，通过

当期 GDP 与有效劳动力总量的比值进行校准；对于高技能生产率溢价𝛼，使用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

力的平均工资比值进行校准。（3）效用函数参数：效用函数假设为对数形式，即跨期替代弹性为 1：

𝑢(·) = ln(·)。主观贴现因子𝛽设定为 0.96，这一取值符合宏观经济文献的常见设定。 

 

表 5：参数校准方法 

参数 方法 

𝐿𝑡 20 岁以下人口的数量 

Lt−1 20 岁-55 岁的人口数量 

Lt−2 5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 

𝜆𝑡 20 岁及以上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重 

δt 55 岁及以上劳动参与率 

𝐴𝑡
1 当期 GDP 水平/有效劳动力数量 

𝛼 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比值 

𝛽 根据宏观经济学文献通用取值，设定为 0.96 

 

3. 反事实模拟分析 

基于校准后的模型，本节通过反事实模拟分析中国式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从一般性

的理论上讲，人口老龄化通过降低劳动力绝对数量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实证分析表明中

国人口老龄化并未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快速

提升，二是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三是“健康奇迹”带来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能力提高。以下通过

反事实模拟逐一考察这三个机制的作用。 

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首先考察劳动力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假设在任意时期 t，家

户从少年期进入中青年期时获得高技能劳动力的概率恒为 0，即𝜆𝑡 = 0，∀𝑡。这一假设模拟了教育投

资和人才培养缺失的情形，这使得人口老龄化仅带来劳动力数量减少而无质量提升。 

 

 
① 使用大学及以上学历界定高技能劳动力所得的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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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缺少人力资本提升的总产出水平 

 

图 5 显示，缺乏人力资本提升将导致总产出显著下降，且这一效应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后期更

为明显。具体而言，反事实模拟表明，若无人力资本提升，2020 年中国的总产出将比实际水平低

19.26%；2000-2020 年间以总产出计量的社会福利将会下降 14.76%。转换为年均增长率，这意味着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缺乏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将使 2000-2020 年间 GDP 年均增长率降低 2.88 个百

分点。为进一步说明劳动力数量减少与质量提升的互相抵消效应，图 5 还模拟了既无老龄化也无人

力资本提升的情形。结果表明，虽然劳动力绝对数量优势使该情形下产出高于有老龄化而无人力资

本提升的情形，但仍低于实际产出水平，凸显了人力资本提升对冲老龄化负面影响的重要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接下来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假设家户仍有𝜆𝑡的概率获

得高技能劳动力，但由于行业进入壁垒或产业升级瓶颈等原因，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无法顺利转型。

具体而言，我们假设高技能密集型产业（第二种生产技术）的就业规模始终不超过 1 亿人。 

 
图 6  缺少产业升级的总产出水平 

 

图 6 显示，尽管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但若产业升级受阻，高技能劳动力将无法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难以完全弥补劳动力数量减少带来的产出下降。数值模拟表明，缺乏产业升级将使 2020 年总产



25 
 

出比实际水平低 9.66%；2000-2020 年间社会福利降低 5.29%。折算为增长率，这相当于 2000-2020

年间 GDP 年均增速降低 2.55 个百分点。图 6 同样对比了既无老龄化也无产业升级的情形：虽然无

老龄化可能通过劳动力绝对数量增加的机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如果没有产业升级，这种效应将被

抵消，图中“无老龄化且无产业升级”的总产出水平与实际数据（有老龄化且有产业升级）接近，

这再次证实产业结构升级是抵消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潜在负面影响的重要机制。 

健康水平提升效应 中国式老龄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健康奇迹”带来的预期寿命大幅提升，

这使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林毅夫等，2024）。本文设定𝛿𝑡 = 0，∀𝑡（即所有个体进

入老年期后均失去劳动能力），模拟缺乏健康水平提升的情形。 

图7结果表明，若中国未能实现健康水平的提升，总产出将显著低于实际水平。这主要由两方面

原因导致：一是5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供给能力丧失使总劳动力数量减少；二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有效

工作时长缩短。数值模拟显示，缺乏健康水平提升将使2020年总产出比实际水平低17.43%；2000-2020

年间社会福利下降14.68%；GDP年均增速降低2.35个百分点。对比无老龄化且无“健康奇迹”的情

形进一步证实，健康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供给数量渠道产生的潜在

负面影响。 

 

 

图7：缺少健康水平提升的总产出水平 

 

“健康奇迹”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化的交互效应   最后，本文探讨健康水平提升与人力

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交互效应。中国式老龄化过程中的“健康奇迹”促进老龄人口更多

参与劳动供给，使得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健康奇迹”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效应的发挥，事实上依赖于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这两个机制的作用。正是人力资本的不断提

高，使得留在劳动力队伍中的老龄人口的有效劳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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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健康奇迹”带来的新增的有效劳动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为验证这一论点，本文进行以下反事实模拟：分别在有“健康奇迹”和无“健康奇迹”的条件

下，计算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各自带来的经济收益。图8（a）纵轴表示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总

产出增量，即图5中的“实际数据”与“无人力资本提升”两条曲线的差值；图8（b）纵轴表示产业

升级带来的总产出增量，即图6中的“实际数据”与“无产业升级”两条曲线的差值。 

 

 
图8：“健康奇迹”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动的交互效应 

 

结果显示，健康水平的提升显著放大了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较

于无“健康奇迹”的情境，在有健康水平提升的条件下，无论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产业结构的升

级，都能为经济总产出带来更大幅度的提升。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这种放大效应

逐渐增强。这一结果的内在机制在于，通过全社会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高技能劳动力能够

在生命周期内更长时间参与生产活动；同时，与之相配套的人力资本密集型和经验依赖型的产业发

展，使得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的老龄人口人力资本得到更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因此，“健康奇迹”的实现扩大了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这体现了中国

式老龄化过程对经济发展的独特贡献机制。这些反事实模拟结果有助于深化关于中国式老龄化独特

属性以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内在作用机理的理解。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人口老龄化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健康水平提高而出现的增寿现象，不仅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而且是一场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变革。本文基于“健康奇迹”和结构变迁的双重视角，通过对世

界经验和我国发展经验的比较，提炼中国式老龄化的独特属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对于

中国式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进行了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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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多重机理进行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规模增速变化和人口老

龄化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和劳动参与能力的不断提高，

人口老龄化并未显著降低我国的劳动供给数量，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快速增长，人口老龄化显著

提高了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按教育程度加权的有效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地，经济中更依赖

经验劳动的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占比显著上升。综上，本文指出，中国式老龄化并未使我

国失去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与此相反，我国正享受着由“健康奇迹”和人力资本快速增长带来的

更高质量的新型人口红利。利用好这些红利，有助于我国抓住机遇实现经济结构的适老化变革，“未

富先老”也就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反而蕴含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式老龄化孕育于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老龄人口经历了社会

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健康奇迹”，并受益于以儒家孝道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这在世界上都有其独特性。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中国式老龄化的成因、影响、意义与机遇等提

出新的认识，有助于破除学界和社会上存在的关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认识误区，也对我国如何抓住

中国式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并采取适宜中国国情的方式进行中国式老龄化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政

策启示。 

第一，应充分挖掘“健康奇迹”带来的新型人口红利，抓住劳动力结构变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相适应。构建中老年人就业支持体系和养老保障服务体系，

推进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在经济发展中，需依托这种新型人口红利，

构建与中国式老龄化相适应的老龄就业、适老产业、养老保障、健康支持等现代化体系，通过完善

基本养老服务、壮大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激发老龄人口参与经

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同时，以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保障满足老龄人口继续教育与人力资本

积累需求，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破除产业升级壁垒，培育适老产业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发挥老龄人

口人力资本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构建符合国情的养老与健康支持体系，更好发挥“健康奇迹”

效应对人口红利的放大作用，实现人口健康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是加速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化的关键。鉴于本文研究中指

出的人力资本提升对抵消老龄化负面影响的重要作用，政府需基于可预期的人口老龄化，构建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教育服务体系，通过扩大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规模、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促进各年龄

段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需求相适应，同时完善延迟退休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

的就业支持措施，特别要加强对年轻人就业和创业的支持力度，使其人力资本得到充分发挥，最大

限度弱化老年人就业增加对年轻人就业的潜在挤出效应，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代际平衡（张川川和赵

耀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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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式老龄化作为一场长时间、全方位的社会变革，需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

协同作用，兼顾短期的局部优化和长期的制度设计。在产业层面，应实施差异化政策：一方面，对

依赖中高龄劳动者经验的行业（如医疗、教育、咨询）及高技术产业，通过税收优惠、研发基金等

方式引导资源流入，加速产业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方向升级；另一方面，推动传统劳动密

集型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充分发挥新就业形态和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形成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24 年 9 月，我国颁布了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措施，这一

举措与本文提到的“健康奇迹”下的中国式老龄化特征相呼应。如本文在反事实模拟中的发现，中

国式老龄化中的“健康奇迹”效应能够放大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得延迟

退休政策发挥出更积极的促增长效果。对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本文提供的理论视角进行更深入的

分析，定量预测我国的延迟退休改革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效果，探索中国式老龄化背

景下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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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健康奇迹”视角下的结构与增长》附录 

 

 
附图 A1：中国式老龄化拓展人类老龄化可能性边界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作者根据各经济体 1960-2022 年预期寿命、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和人均 GDP（2017 年不变价 PPP 美元）数据绘制。空心方块代表中国的老龄化路径，实心圆点代

表其他经济体的老龄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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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A2：工具变量方法预测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与实际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对比 

注：图中每个点代表一个省份在一年的观测，纵轴为方程（1）中的实际老龄化速度，[ln (
𝐴𝑝,𝑡+5

𝑁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𝑁𝑝𝑡
)]，横

轴为使用本文第三部分介绍的工具变量方法进行预测之后得到的老龄化速度，[ln (
𝐴𝑝,𝑡+5

�̂�𝑝,𝑡+5
) − ln (

𝐴𝑝𝑡

�̂�𝑝𝑡
)]。图中回归的估

计系数为 0.833，拟合优度（R
2
）为 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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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 若干国家和地区进入重度老龄化的时间及相应时点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速 

国家 进入重度老

龄化时间 

当年的 

人均 GDP

（美元） 

当年的人均

GDP 相对于

美国的比值 

当年的 GDP

增长率 

此前 5 年的

平均 GDP

增长率 

此后 5 年的

平均 GDP

增长率 

奥地利 1970 14885  0.59  6.00  4.23  5.09  

德国 1972 17551  0.65  4.99  4.69  3.21  

瑞典 1972 21703  0.80  2.07  3.99  2.50  

英国 1975 16686  0.61  -0.21  1.37  4.64  

比利时 1976 21716  0.76  6.57  3.82  4.05  

挪威 1977 22561  0.76  3.03  3.73  4.34  

丹麦 1978 24854  0.80  3.65  1.89  0.33  

法国 1979 24842  0.79  4.09  3.36  0.19  

瑞士 1985 36198  1.03  1.95  1.41  3.42  

意大利 1988 25162  0.66  5.06  2.64  3.76  

保加利亚 1990 11846  0.30  0.89  3.06  -4.47  

希腊 1991 18752  0.49  6.67  3.91  4.27  

葡萄牙 1992 17520  0.44  5.25  7.39  4.35  

西班牙 1992 20409  0.51  3.02  6.79  3.32  

匈牙利 1994 13977  0.33  5.86  -0.22  3.05  

日本 1994 32890  0.79  3.60  5.55  2.99  

芬兰 1994 24610  0.59  6.59  -1.63  7.59  

克罗地亚 1996 10816  0.25  5.19  -5.46  4.44  

卢森堡 1997 59409  1.31  6.97  4.11  6.33  

爱沙尼亚 1997 11729  0.26  5.22  -2.74  4.04  

拉脱维亚 1997 9323  0.21  2.87  -10.91  4.82  

塞尔维亚 1999 7493  0.15  -8.95  4.40  1.86  

立陶宛 2000 12093  0.24  6.12  4.62  6.52  

白俄罗斯 2001 9423  0.19  3.67  1.06  4.93  

乌克兰 2001 5254  0.10  4.85  -4.51  8.61  

斯洛文尼亚 2001 24918  0.50  1.89  2.69  3.43  

罗马尼亚 2003 9733  0.19  4.42  2.10  9.88  

荷兰 2004 42849  0.81  2.21  2.39  4.69  

捷克 2005 26624  0.49  4.78  2.95  4.85  

格鲁吉亚 2005 5403  0.10  9.97  5.98  8.93  

波黑 2007 9054  0.16  8.70  7.12  4.02  

乌拉圭 2007 13067  0.23  10.69  0.93  11.17  

加拿大 2010 43430  0.81  5.28  0.51  3.66  

澳大利亚 2012 47925  0.87  1.25  3.64  2.50  

波兰 2012 25791  0.47  2.28  7.07  2.67  

新西兰 2013 36736  0.66  3.98  2.11  3.76  

中国香港 2013 56708  1.01  1.28  2.06  1.86  

美国 2014 57117  1.00  2.90  1.40  2.86  

黑山 2015 16214  0.28  6.33  1.78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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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2015 31317  0.53  4.08  2.99  1.57  

阿尔巴尼亚 2017 11734  0.19  4.82  1.71   

冰岛 2017 57513  0.95  6.05  4.92   

俄罗斯 2017 26852  0.44  5.99  -0.82   

韩国 2018 41078  0.66  1.50  3.20   

中国台湾 2019 48896  0.77  1.75  1.37   

爱尔兰 2019 102354  1.61  14.85  13.91   

注：人均 GDP 是以 2017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得到的。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